
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中国共产党队伍不

断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随着战争规模的展

开，支前任务加重，而天灾又制约着群众对军

队的支持程度。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解放战争的

同时，还在乡村担负着日益繁重的抗灾救荒任

务。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民众积极开展生产救

灾，支援解放战争，完成了支援前方与巩固后

方的双重任务。从1946年春到1949年，西北解

放区灾荒不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解放区的生

产、生活和军事工作。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群

众生产救荒，“不荒一亩地”“在山吃山，在水

吃水”，军民齐心，将灾荒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点，配合了从战略防御到进攻的转变。军、民

与基层干部能否在一定的区域内实行良性互

动，既要有祈天佑民的情怀，也要有治理的能

力。理解革命年代的救灾，离不开战争环境，

如不顾及这一点，就无法解释革命救助体系的

成效及特点。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军事，而忽

视了影响恶劣的自然环境对军事进程的影响；

同样，以往研究多是线性的描述，成绩多、问

题少，纵向多而横向关联度不够。本文尝试分

析西北解放区灾荒救助与整党、土改之间的关

联度，更多的从革命、战争及阶级友爱的视角

去探讨彼此的关系。

一、1947—1948年的西北大饥荒

（一）灾情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提及抗日战

争胜利后出现的17条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天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解放区的灾荒治理
高中华 *

【摘 要】解放战争时期，长期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

乡村大多处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及与之相伴的饥荒中。国共内战开始后，生产力

破坏加重，难民增加，直接削弱了群众抵御饥荒的能力。在战争、救灾与革命

的互动下，中国共产党在改造乡村社会的同时缔造了革命救灾体系。西北解放

区的救灾治理既缓解了社会矛盾与干群矛盾，又逐步恢复了乡村的生产力，支

援了军事战争。

【关键词】解放战争 西北解放区 灾荒治理

* 高中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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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流行，赤地十里。” 中央所处的陕甘宁地

区，是西北解放区的核心地区。西北解放区主

要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5个省

以及山西省西部和绥远省部分地区，从1946年

春到1949年灾荒不断。

1946年初春，西北地区遭遇灾荒，夏禾麦

豆受灾减产。部分地区发生雹灾，传染病疫死

4025 人，虫灾较往年严重，损失巨大。仅子

长、延长、延川、延安、志丹5个县就有6.1万

余人无粮可吃，安塞县5个区有500多头牛无草

可吃。① 1947 年，陕甘宁区域普遍发生春旱、

秋涝、霜冻，个别地区发生雹、水、虫灾，收

成减半。在佳县、镇川、子洲、横山、水坪、

蟠龙等地，形成四大灾区，灾民达30万，再加

上其他地区，灾民竟达到40余万。据不完全报

告：延安县遭遇旱灾，大部分秋禾未种上，大

部分民众只能以食糠、谷尾子、野草籽为生。

安塞耕地 251298 亩，丢荒 114078 亩，每亩平

均收粮仅5升，多数人没粮吃。志丹县遭冰雹4

次，麦子、荞麦被打光，糜子只收1／3。陕甘

宁边区被冰雹打了 30 多个村子，夏禾颗粒无

收，秋禾减半。延长县有27个村庄、73户人家

受水灾，损失严重，粮食比往年减产3／4，棉

花少收5／6。子洲县共10个区、60个乡，其中

有9个区、26个乡遭水涝、冰雹，154617亩耕

地全无收成，遭受旱、冻灾的耕地近 10 万亩，

丢荒近1.5万亩。老百姓说：“比民国十八年灾

情还厉害。”有的地方瓜菜吃尽，“谷糠、树皮

成为上品，吃莽麦杆、萝卜茎的比比皆是，甚

至有吃猫、狗肉、驴皮、骨粉和榆皮面的”。加

之疫病流行，农村缺医少药，群众死于饥饿和

时疫者甚众。许多人只得背井离乡，外出逃

荒。②可见灾荒之严重。

1947年夏，晋绥解放区遭遇了40年来最严

重的旱灾，干旱面积遍及全解放区。神府、保

德、宁武等地2/3的村庄，农业收成不及普通年

份的1/3。至1948年春又发生春荒，1/2人口陷

于饥饿之中，一些地方竟出现了饿死人的情

况，有的还相当严重，在群众中产生了恶劣的

影响。仅据神府、宁武、崞县、神池、神木、

府谷、岢岚、兴县8个县不完整材料统计，已饿

死群众370余人。其中神府县饿死104人，耕牛

死亡 406 头，羊死亡 16165 只，占全县 40％。

一些地方出现了相当普遍的流亡乞讨现象。

1948年，各地多种传染病疫潜滋蔓延，成为边

区的严重灾害。

（二）灾荒影响到战争进程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1947年6月8日，

毛泽东一行离开王家湾西行，“下午，天下起了

暴雨，很快山洪暴发。大量雨水裹着泥沙顺山

而下”，由于“我们的阻击加上大雨，使敌人

‘清剿’王家湾的计划整整推迟了十二个小时，

为 九 支 队 撤 离 王 家 湾 争 取 到 了 宝 贵 的 时

间”③。 这场大暴雨成了及时雨，延缓了国民

党军队的追击。但并非每次都是如此，有时也

曾影响毛泽东一行的转战。8月17日，“与敌人

相距只有十五华里。敌情紧急，天正下着大

雨，山洪暴发，河水暴涨，九支队一步不能停

留”，警卫团的战士搭起了一座木桥让九支队通

过。④ 8 月 20 日，“葭芦河水猛涨，‘四大队’

协助警卫营架设浮桥”⑤。

周恩来也提及西北灾荒导致的人民疾苦。

他在转战陕北途中于1947年9月29日给邓颖超

的一封信中提到：“但是人民苦了，只能望收到

二成左右。河东来电，亦说是淫雨不止。”⑥
中央为了牵制胡宗南的兵力于陕北，减轻

其他解放区的压力，同样也感受到了陕北的困

难程度，正如毛泽东于 1947 年 7 月 8 月致电

刘、邓指出的“陕北甚为困难”，一个“甚”

字，可见已困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1948年1月6日，米脂县常委的五位同志向

任弼时汇报工作，县委书记提到“入冬以来至

今未下雨雪，旱情较严重”⑦。 3月13日，毛

泽东东渡黄河时，看到黄河的水很黄，感叹

说：“看来黄河水土流失很厉害，若干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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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整体规划和治理。”⑧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陕

北的十三年，陕北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对

此毛泽东和中央提及“若干年以后”对这块红

色土地予以回报。

1947 年 7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

村召开扩大会议（即小河会议），决定由贺龙统

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

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

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部解放战争。陕

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合在一起后，人口达400

余万。贺龙指出，陕甘宁边区“胡宗南部队到

处为祸，大片土地荒芜，供给异常困难，加上

天灾，绥德地区就有40万人缺粮。河东灾荒也

很重，朔县、神府、平鲁基本上没收成。岚县

稍好，也只有二成的收成”⑨ 。

胡宗南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加剧了饥

荒。从1947年3月到1948年4月，胡宗南的23

万国民党部队一度占领延安，疯狂抢掠给人民

带来巨大灾难。据佳（县）、清（涧）两县不完

全统计，国民党的部队先后抢劫群众的各种财

物，计有粮食 7510 石、牲畜 17190 头 （只）、

衣物66184 件、被褥3057条、首饰615件、用

具9154 件、银洋16629 元、币28657 万元、特

货 （大烟土） 1546 两，各类庄稼被毁 6l20 垧。

按时价计算这些损失，折合细粮，约93．94万

石⑩。胡宗南的国民党军队侵扰边区期间，灾民

被迫转移深山旷野，饱受饥寒交迫，风雨侵

袭，致身体衰弱，抵抗力锐减。1948 年春暖

以来，各种传染病疫潜滋暗长，夏令后，伤寒

霍乱、麻疹、痢疾、天花、疟疾蔓延开来。

灾荒对解放区军民的生活、生产及军事斗

争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大饥荒背景下，群众之

间、群众与党之间，以及革命、救灾、生产、

支前等方面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饥荒改

变了乡村社会关系，危及到了群众的生产生

活。直至1949年，陕甘宁仍有部分地区的灾情

尚未解除，特别是榆林、横山、神府、绥德等

县，总计有20万人口处于饥荒，连生活都难以

维持，更不用说生产困难之大了。据陕北行署

报告：此地普遍缺雨，旱象严重。夏、秋之

交，清涧、延安、志丹、延川等地发生雹灾，

富县的黑水寺、张村驿两区有8个乡、1485 亩

麦子中有896亩全无收成，有589亩仅收一半，

1862亩秋田全部被冰雹打坏，沿黄河岸出现秋

旱。子长、延川出现鼠灾；子洲、绥德和清涧

出现虫灾；榆林、吴堡出现水灾，均相当严

重。佳县的疟疾病情更重，灾民达 22500 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1/5。西北的新解放区不少地区

遭受水灾，潼关、临潼、蓝田3个县暴雨倾盆，

房屋、秋禾被冲毁，财物被冲走，人畜淹死，

损失颇大。关中、长安、三原、高陵等县低洼

处的土地被淹没 60 万亩。不少地方阴雨连绵，

农田作物晚熟、霉烂、倒枝、生芽，秋禾减产

很大。关中地区的棉花减产有半，秋粮减产

30％左右，10多万灾民亟待安置。灾荒严重破

坏了生产力，危及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

严重的乡村社会问题。

二、边区党和政府领导与动员救灾工作

对于西北解放区发生的大饥荒，中共中央

高度重视与担当，既体现在领导方面，还体现

在完善组织、政策制定、宣传引导、疫情防控

等方面。

首先，领导方面，毛泽东多次强调了救灾

工作对于边区发展的重要性。1945 年 12 月 1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各解放区

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亟待

救济。“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

大。”毛泽东已经预见到灾荒对生产力、生产关

系等方面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甚大”。他还

谈到了救济之法，“除政府所设各项办法外，主

要应依靠群众互助去解决。此种互助救济，应

由党政鼓励群众组织之”。救济之策既包括政

府的救荒，也包括群众互助，并且以后者为

主，党政组织的领导与群众的互助相结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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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放区救济工作的一个特点。

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

会通过的宪法原则中提出，“人民有免于经济上

偏枯与贫困的权利”，保证方法就是“减租减息

与交租交息，改善工人生活与提高劳动效率，

大力发展经济建设，救济灾荒，抚养老弱贫

困”。其中提出的“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是

保证人民免于经济贫困的方法，“大量发展经济

建设”则成为生产救灾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

为制定一系列救助政策提供了指导性依据。如

边区政府与党委联合作出 《关于赈济工作的决

定》等，以解决赈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其次，组织方面，陕甘宁边区成立了领导

抗灾救荒的机构。除边区民政厅外，还有中国

解放区陕甘宁边区救济分会、陕甘宁边区生产

救济委员会、民众抗敌互济会、陕甘宁边区赈

济委员会。这些冠以“委员会”名义的机构，

加强了集体领导救灾的力度，统筹抗灾救灾工

作。中国解放区陕甘宁边区救济分会成立于

1945年10月，由陕甘宁边区各界代表会议选举

13位委员组成。边区救济分会成立后，首先开

展的就是调查天灾和战争对军民造成的伤亡和

损失，汇报给解放区总会，并加以报道。针对

需求，筹划救助事宜，包括伤亡、残废、失

业、难民、儿童保育、医药卫生、抚恤、赔

偿、建设等善后事宜；接受各种救济款物；各

分区设立救济支会，县、市政府下属的第一科

办理县、市救济会事宜，必要时设救济组，指

导各分区救济支会工作，由各级政府筹助所需

经费。在救灾过程中，经费问题十分重要，也

十分敏感，所以特别规定“绝不许支用救济款

项，并按时公布各项救济赈目”。随着灾情加

重，救灾工作尤显迫切。1947年10月，陕甘宁

边区成立了生产救济委员会。从救济分会发展

为生产救济委员会，增加了“生产”的功能，

反映出边区救灾体制的变化与完善的过程。

中央既要领导全局，更要动员基层救助的

积极性，表现在组织动员上，就是要求区村代

表会应成为生产救灾强有力的领导者，一切生

产救灾工作都通过代表会讨论执行；口粮、种

子的使用和分配都经过代表会审查通过，发挥

了很大的作用。为了加强生产救灾，许多村庄

组织了生产救灾委员会和生产小组，吸收有经

验有群众基础的农民专门领导生产。只有广泛

动员，才能实现救助的最大化。

第三，政策制定方面，制定尽快妥善安置

难民的计划与政策。当时，陕甘宁边区重灾区

的逃荒户竟达总户数的一半以上，难民增多，

势必减少劳动力的数量，也涉及到社会治安等

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不少乡村干部也加入了逃

荒队伍，更弱化了乡村治理。基于此，为了解

决移民安置问题，1945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

府建设厅制定了次年的移民计划及实施办法，

拟由建设厅将部队走后留下的土地、窑洞划定

移民区，并派员协助当地政府予以安置。拟在

1946年在甘泉与延安分设两个移民区，专门安

置移民难民。据初步调查，甘泉的移民区有清

泉沟、傅村川、洛河川三处，已开发土地16万

余亩、窑洞1千余孔；延安的移民区有南泥湾、

金盆湾两处，已开发土地10万余亩、窑洞1000

余孔，均适于安置移民。依照彼时现有的土地

数量，可安置5000户。1946年，拟先在靠近大

川及离老户近的村庄，安置 1000 户，约 4000

人 （1000个劳动力、3000个眷属），预计在延

安安置 600 户，在甘泉安置 400 户，以后逐年

扩大。
为了加强法律效应，陕甘宁边区于1946年

发出《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公布了优

待外来难民和贫民的具体办法，废止了不合时

宜的法律，做到政清治明。要求各地政府各司

其职：移民所在地政府负责发动与组织移民南

下，负责安置移民的政府发动组织老移民回原

籍招引新移民；建设厅选派绥德、米脂等地干

部回原籍招引移民等。晋绥解放区安置移民的

主要地区有绥德分区各县及子长县。为了增加

生产及调剂人口，移住移民区的安置对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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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家眷的农民为主，懒汉及二流子则概不安

置。对于单个的好劳动力，如与有家眷的移民

有亲戚、近邻关系，合伙从事生产者可以安

置；对三个以上劳力合伙一起从事生产者、有

一户移民能担保其为务实农民者，均可作为移

民安置。

鉴于当时经费困难的情况，要求移民迁移

时自带衣被、农具和锅灶。政府不给移民发放

路费，由移民自己设法解决路费；而对于有困

难者，当地政府发动其亲戚、近邻给予帮助；

在必要时，建设厅选择重要地点设立招待站，

协助解决路过移民的住宿及生活困难；由区、

乡政府将移民介绍至移民区后，移民可在移民

区域内自行决定住处，也可先查看地方，由公

家供给土地、窑洞。在生产时期，由公家借给

所缺的粮食，供给 6 个月，每个大人供给粗粮

（糜谷） 1 石，每个小孩供给粗粮 5 斗。到

1948 年9月，贺龙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参加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指出：“灾荒极大，虽然

向南移了 5 万多人，过河者数千户。延长、延

川、警备区都饿死了很多人。”可见灾荒情况

之严重。

晋绥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担负着支持陕

甘宁边区的重担，中共晋绥分局深入群众了解

灾情，制定了以生产自救为主、公家救济为辅

的方针，坚持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解决群众的困

难。公家救济为辅，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不要

存在“等靠要”的思想，要开展生产自救。当

然，对于灾情很重且无力自救的地区开展救

济。为了避免某些地区单纯依赖救济的思想以

及平均分配的方法，在分配粮食种子时，按灾

情轻重和实际困难程度。在代表会领导下，逐

户调查人口、土地、耕畜、粮食、种子等状

况，精密计算各村自己可解决多少、公家须帮

助多少。经过这样细密调查和订出生产计划

后，原来许多要求“救济”的村庄，绝大部分

都能自己解决了。
第四，宣传引导方面，重视宣传动员效

能，适时调整动员口号。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

布告说明迁移及安置的办法，并在救灾过程

中，随着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动员口号。在

未进入春耕之前，晋绥分局和政府提出“放心

生产，大胆刨闹 （经营），劳动致富，生产发

家”的口号，以多种方式深入宣传发展生产的

政策，颁布了重订公粮及军勤负担政策和农业

生产奖励办法。经过土改的地区，代替过去累

进的负担政策，以通常产量及不分阶层按同一

比例征收公粮；按劳动力执军勤；垦熟荒三

年、垦生荒五年者，免征公粮，不负担新修水

利的增产部分及家庭副业。

针对土改后一些人怕地权不稳定、种下收

不成的顾虑，晋绥行署提出“稳定地权，谁种

谁收”的口号，大大提高了各阶层的生产积极

性，原来等待观望、不敢发展生产的部分中

农，原来不劳动或只从事少许劳动的地主、富

农，没下过地的妇女，也参加了农业生产。到

1948年，耕地面积“总的已恢复到灾荒前一年

（1946年）的水平”。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五，疫情防控方面，边区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救助病疫的措施。西北局及时发出了“扑

灭病疫紧急指示”，检查执行工作，并将情况及

时报告上级。联卫、边卫协同派出救治组，分

赴病区进行紧急救治，各级政府卫生机关与驻

军机关医务人员，组织了临时防疫治病小组，

在驻地附近区乡进行防疫工作，派出医务人员

专门负责附近居民的病疫治疗。发挥民间中医

的功效。动员组织民间中医下乡防疫治病，并

教育中医自动寻找病人，为病人服务，并减少

中医在服务期间的战勤负担，酌情解决其家庭

困难；同时，迅速审慎配制在实际治疗中被证

明的各种有效单方，无代价发给患病群众服

用，其费用如当地政府无力负担，可呈报各个

专署向边区卫生署报销；各地保健药社更应团

结与说服各个私营药铺，减价或赊账为患病群

众卖药，严格取缔乘机抬高药价的不法行为。

注意防疫期间的“舆情”。各机关学校与群众团

16



体，应利用集会开会、交往等各种机会，利用

黑板报、标语、传单、讲话等各种形式，向群

众宣传防疫知识，开展群众卫生运动，耐心说

服群众破除迷信，禁止巫神的骗人活动。

最后，在救灾过程中关注了救灾款物的

公平分配。对于所贷粮食、救济粮的分发，

晋绥分局要求迅速检查分配结果，一旦发现

分配不妥者，可收回另发，严防坏人从中窃

取；发现此种情况后，照数赔偿，还给予相应

处分。尚未发放完毕者，应即刻组织人力迅速

发放，要确实发到灾民、饥民手中。反对平均

分配，必要时，可按灾民的实际需要，实行定

量配给制度。

三、组织群众耕作

陕甘宁边区积极开展生产运动，做到春耕

不误农时、加强夏耕，争取增产粮食，并开展

生产自救。

首先，全力春耕，不误农时，帮助解决种

子、牲畜等问题。

到了春季，积极组织春耕工作。为了缩短

灾期，陕甘宁边区提出了“完成春耕下种，不

荒一亩地”“一齐动手，生产度荒”等口号。正

在进行土改和民主运动的村庄，结合春耕生

产，不荒一亩地；还未进行土改和民主运动的

村庄，响应边区政府有关“谁种谁收”的精

神，积极抢种、抢收。解放区强调“生产救灾

为主”，救灾优先。1947 年 7 月 22 日，中共晋

绥分局、晋绥边区行署、晋绥军区联合发出

《关于救荒的紧急指示》，发出春耕动员令及救

灾紧急动员令。9月，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

发布告农民书，号召实行党的土改政策，对于

地主、富农“群众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展起来。晋绥边区政府

提倡大量播种春麦、春菜等早熟作物，鼓励部

队、机关多种春菜、多割马草。这一举措，可

谓是防患于未然。

1948 年 2 月，晋绥边区政府适时发布春耕

动员令，明确指出边区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

设，集中一切力量，全力进行春耕，鼓励多种

地、多打粮食。对于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救助

举措，凡是实行土改、分配了土地的地区，通

过农代会，组织农民生产，合理地使用土改斗

争的果实，用于解决翻身农民的种子、耕畜、

口粮等生产困难。对于尚未实行土改或尚未把

土地分配下去的地区，采用以往传统救助中调

剂土地的办法，保证无地、少地农民有适当的

土地耕种，以互借互济的方式，解决贫苦农民

的种子、口粮等生产困难，而各地贸易机构负

责购买运进农民必需的口粮、种子及牲畜。对

于实行土改的地区，使用土改的果实，就体现

了革命救助的特点，做到了与现实政治的密切

结合。

减少春耕期间的军勤。处于战争时期，解

放区群众担负了较多的勤务，各级政府为减轻

群众的负担，并不耽误农民生产，节省劳动者

的时间以用于生产，政府要求在春耕期间除必

须的战争勤务 （担架、军需品及运粮救灾运输

等） 以外，停止任何支差。代耕方面，除给缺

乏劳动力的军属及荣誉军人代耕外，停止其他

代耕。废止路条制度，调整各种运动、勤务。

政府采取办法，调剂种子，增加耕畜，交流物

资，平稳物价，保护一切工商业 （也包括地

主、富农的城乡工商业），以利于发展农、工、

商各业。 一律为春耕开绿灯，只有做好春

耕，才能保证基本收成。这一动员令发挥了积

极的效应，并明确说明动员的程序及注意事

项，十分详备。

党和政府作出动员工作之后，晋绥军民开

展了群众性生产救灾运动，要求做到“不荒一

亩可耕种的土地”。除小部分边沿地区、新区村

庄遭灾过重，耕地面积缩小外，其余广大县份

都扩大了耕地面积，各种作物做到了按时播

种，夏季作物的播种面积一般较往年增加

50％，部分地区增加一倍以上，取得了普遍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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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晋西北各地的夏季小麦、豆类收获较普通

年景增加一两成。1948 年7 月下旬，普遍下过

一次透雨，部分地区秋季庄稼的收获估计在七

八成以上。据朔县、神池、平鲁等4个县、6个

区初步统计，共开发荒地7.5万余亩。

在开展生产救灾的同时，从其他边区调来

粮食，也从事农副业生产。边区政府提出“在

山吃山，在水吃水”的口号，大力组织灾民从

事副业生产。首先是发展运输业，交流各地的

物资。男人运输，妇女种地，一家人畜力不足

者合作变工。其次是发展工矿手工业，如挖

煤、熬硝、熬盐、开采硫磺、造船、造纸、采

伐林木药材、家庭纺织等。经过组织生产，各

地都获得了很大利益。晋绥分局各地的工商

局、合作社派人携带粮、款、棉花至灾区，利

用灾民的劳力组织群众性副业生产，先贷给资

金及工资，或有组织地购买群众的副业生产

品，如收买硝、纱、布、羊毛、药材等，并解

决副业生产中的工具、技术困难，如纺织、熬

硝的技术和工具。

其次，做好夏耕夏收工作。

1948 年 6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局、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出紧急指

示，指出目前的工作距离消灭熟荒的目标尚有

一定距离，已耕作的土地任务也较往年粗糙，

部分地区领导对生产自救重视不够。针对许多

地区遭受冻灾造成的损失，要求抓紧抢种糜

子、荞麦及秋菜；为补救粗种、少种的损失，

须加紧抢锄、细锄；夏田抢收、快打，不丢弃

颗粒，加紧抢种，准备夏耕、夏收。此时，春

暖以来出现的病疫已蔓延多地。7月，边区政府

主席林伯渠要求各级政府切实负责，紧急动员

全体人民抢救人命，以保证夏耕工作顺利进

行，争取秋收后彻底消灭饥荒，并强调“这是

陕甘宁边区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为保证完

成任务，陕甘宁边区政府要求吸收春耕经验，

即主要依靠群众互助调剂、借贷，解决口粮、

种子及农具等困难。具体做法则是：多组织自

愿结合的小型变工队，发挥男女劳动力、移民

劳动力及闲游流浪劳力的效用。干部亲自动

手，及时发现与解决问题，吸取典型经验，推

广全面，层层检查督促，按照工作优劣，实行

奖惩。机关部队工作人员尽量抽出时间帮助驻

地缺乏劳动力的军工烈属等，进行抢种、抢

锄、抢收及其他生产。为减少敌人的破坏，边

区的地方武装积极围困敌人，以保护群众生

产。

再次，边区政府向农户发放贷款。

解放区一些农户因灾受贫无力夏耕夏收，

为了解决生活及生产困难，边区政府出手相助

发放部分贷款，可谓是雪中送炭。1946 年 7

月，陕甘宁边区银行适时拨发青苗贷款5000万

元（边币），以3000万元贷济延川，以2000万

元贷济安塞，为期两月，利息每元5分。各区依

据不同情况，延川、安塞县政府迅速发放贷

款，救济受灾地区无力进行夏收夏耕者、有困

难的扎变工队员。据中共延川县委书记报告，

该项贷款已发放完毕，拨付给1945受雹灾最重

的永坪区 1000 万元，拨付给禹居区 700 万元，

拨付给东阳区 600 万元，贷款共发给 186 户、

10个扎工队。

这些贷款对帮助农民夏收夏耕起到了重要

作用。《人民日报》列举数个例子：东阳区二乡

冷水坪霍胡仁的婆姨生病吃药无钱付账，到处

借钱，妨碍了生产，政府贷给他15万元，付清

了药钱，还雇短工割麦锄地；有的地方雇佣扎

工，城区二乡龙眼村邓福财只有一个劳力，又

无钱雇人，种了13垧麦子，只割了7成，秋田

25垧，仅锄过7垧，政府贷给他10万元，翌日

即雇来一队扎工；贷款还帮助不少农户买牛、

驴，夏收后用以翻麦地；因给扎工队贷款，使

不愿参加扎工的农户也搞起扎工。《人民日报》

报道了群众的意见，指出“这次放款与收款期

限“太短（只有两个月），到还期仍有困难，有

希望缓至秋收者”。后来，在合作社设立救济

贷款。对于有、无家属所享受的优待，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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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区别对待。

1948年旧历年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拨发救

济米1000万石，发放春耕生产及救灾贷款77亿

元，分配了一部分救济物资。各区自行下拨这

一批救济粮款。有的以工代赈，各地灾民开展

度荒运动，有的修路、挖河、开荒、造林；有

的进行纺织、运输、砍柴、熬硝、刨药材等自

救活动；有的结合土改，平分土地中所得粮

食、浮财，支持春耕生产；有的以义仓救济老

弱孤寡；在所有灾区及非灾区立即动手整顿互

助组、合作社，扶植生产，保证春耕下种。

最后，发扬互助友爱精神，开展了互助互

借运动。

为解决大量贫苦灾民的口粮和种子困难，

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明确规定，土改果实中的粮

食原则上暂不分配，以县为单位，按灾情轻重

实行统一调剂，从而使百分之七八十的贫苦灾

民获得了粮食和种子。晋绥边区政府增发的农

贷款和救济粮，主要发放给灾情比较严重的地

区。同时，在县与县、区与区、村与村及户与

户间开展了互助互借运动。许多较富裕和灾情

较轻县份 （如和县、代县等县） 的人民向较贫

困和灾情较重的县份（如神府、平鲁），赠送了

大批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帮助生产。有余粮的

人家自愿借出粮食，各级政府向其保证有借有

还，给予一定的利息。各级政府还号召区村干

部、共产党员和农民代表发挥模范行动，推动

大家互助、互借。

人命关天，为了不饿死人、少饿死人及停

止继续逃亡现象，晋绥分局提出在灾情严重地

区，停止宰杀牲畜，集中全力解决乏牛问题，

勿使生产停顿，使未下种者赶快下种，已下种

者不致荒芜。以夏收前一个半月计算，每人每

天给一舍米即不致饿死，一个半月至多也不过

五升米，即可救活一个人命，号召边区机关、

部队、团体节约，反对浪费，进行公私群众性

的捐募。各部队、机关人员发起大规模的节衣

缩食、募捐救灾运动。后方机关组织担架，运

输伤员，减轻人民的军勤负担，使其能全力进

行生产；组织了救灾小组或抢种突击队到灾

区，协助当地发放救济粮和贷粮，组织与帮助

群众生产。

经过这一番救荒工作，中央对于救荒的经

验愈加成熟。1949年3月19日，陕甘宁边区在

《关于救济春荒的指示》 中作了概括和总结：

“只有发动与组织群众进行各种生产，依靠群众

力量，团结互动、自救救人为主，辅之以政府

有重点的适时进行救济，是唯一正确的方针”

“坚持生产救灾方针，提倡节约防荒，广泛深入

的发动与组织群众把握不同地区的情况，进行

各种农业、手工业、副业生产与运输事业，多

方面地组织农村合作互助，提倡私人借贷，保

护有借有还，加强政策宣传，打破群众顾虑，

以活跃农村中的互助借贷关系。”

四、发扬阶级友爱的互助精神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抗灾救灾，广大群众全

力支持和拥护中央的决策，度过了灾荒，支援

了前方的战争，尤其在抗灾过程中，在传统互

助理念基础上社会友爱与阶级友爱相结合，大

大升华了革命年代的抗灾救助精神。

首先，解放区各阶层发扬了“天下农民是

一家”的友爱精神，团结互助。

西北解放区党和政府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教

育，宣传团结互助，号召地区之间、个人之间

实行借贷或互相调剂。米脂县民权区的农民省

出自己的口粮，打着“天下农民是一家”的旗

帜，送给其他地方的农民；佳县南区给北区的

人民捐助了大洋 300 元、元宝 4 个、黄金 0.7

两、特货180两、粮食20石、谷糠1200袋、衣

物多件。据不完全统计，地区之间调剂粮超过

了1000石以上。相邻各区县乡的群众互助互

济，既及时便利，可尽快解决部分群众的燃眉

之急，也培养了广大农民齐心合力、团结互助

的精神。西北解放区的救灾工作得到了其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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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区的支持。1947年9月23日，转战陕北的周

恩来致电晋冀鲁豫军区及太岳区党委，要求拨

付5万石粮食供给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太

岳解放区千方筹备了 6 万石粮食，于 1948 年 5

月由晋绥边区运到陕甘宁边区。林伯渠、贺

龙、习仲勋代表边区致电感谢两个边区军民的

帮助。当时的互助救济以区域内救济为主，也

有相邻区域之间的互助。当时各个根据地被国

统区分割，尚未连成一片，加之黄河、山脉等

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加剧了互相支援的难

度，但革命阶级友情超越了山河相隔，将救命

粮送给灾民。

为了推动各阶层、各区域之间的团结互

助，晋绥分局积极宣传、发扬阶级友爱的互助

精神，在代表会、农会的领导下，开展群众性

的互济、互借自救运动，县与县、区与区、村

与村之间互济粮草，户与户、人与人之间在自

愿前提下互借，必要时可由代表会出面担保，

以保证归还。正处于土改阶段，就利用好土改

的果实，向中农借粮食发给贫农，被认为是生

产救灾的好办法。将阶级划分与灾荒相结合，

不能不说是这一阶段救荒的一个特点。

1948年1月30日，义延两区土改工作组检

讨会议决定，“在土地问题解决后，必须积极组

织生产救灾、劳动互助”，准备春耕，组织剩余

劳力发展副业生产，以战胜灾荒，恢复生产，

繁荣经济，支援战争。一些指导机关在政策执

行上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破坏了工商

业，也影响了救荒工作。为适应土地改革后农

民生产、翻身的要求，晋绥解放区政府调整了

政策，指导农民度过灾荒，支援了西北人民解

放战争。

1948 年 3 月延安收复后，5 月 13 日，中央

晋绥分局发出救灾、救死紧急动员令，号召边

区各级、各县发挥“高度为人民负责的精神”

和“阶级友爱互助精神”，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救

济工作。同时要求各级政府重视救灾工作，坚

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只做决议讨论，不具体

检查执行的作风；要求各灾区负责同志亲自到

灾情严重的地区，进行检查，发动群众，迅速

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为了培养阶级友爱的

意识，边区一些地方将灾荒教育融入小学教

育。如榆林过了灾荒年，为了使孩子们不忘过

去苦，编出“红萝卜，粗又长，煮到饭里能顶

粮，想去年，过灾荒，吃着萝卜得的伤 （伤，

林县方言，加重语）”的民谚，加以传唱。

其次，将生产自救与土改结合起来。

林伯渠、谢觉哉等是陕甘宁边区有名的

“仁政派”，他们关注救灾，也发现了救灾中出

现的问题。林伯渠在1947年11月陕甘宁边区党

员干部大会上，提及“目前老区还处于战争环

境中，为了有力支前，必须在土改中注意生

产、救灾、节约、移民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并

强调这些问题“都是与群众的翻身、生存、致

富有关的，不容忽视”。要求处理好支前与土

改、耕作等之间的关系，做到互相衔接，不要

偏废任何一方。当时正处于土改期间，也出现

了一些疏漏，如谢觉哉提出，干部忙于土改，

不免对生产救灾工作的领导放松，群众等待土

改，打算以斗争果实当口粮。虽然干部与群众

对土改的认识角度不同，但与救荒有着或多或

少的联系。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任弼时在

1948年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

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报告，指出各地已发生破

坏工商业的现象，这是一个“自杀政策”；他谈

到界定地主成分不应该一味看出身，应照顾到

其表现。习仲勋 《关于土改中的一些问题的报

告》、邓小平《关于新区土改工作报告》均提到

土改中出现“左”的倾向。为了加以纠正，就

需要加强整顿党的工作，并配合救灾工作。习

仲勋在1948年1月西北局会议上提出了迅速刹

住土改中的极“左”思潮，抓好农村政党的试

点工作，并紧急动员边区军民奋起救灾，开展

1948年春耕大生产运动。整党是为了改善干部

与群众的关系，是内部整顿。在土改定成份的

过程中，由于农村党员中存在宗派主义、不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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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发生了“前后村党员各自包庇本村，后来

又形成前后村互相攻击”的情况，进而影响到

群众的关系。

为了防范出现“左”的极端化，毛泽东要

求不要急于提出“开仓济贫”。大家熟知的“开

仓济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打土豪、

分田地时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当时调动了广

大穷苦大众投身革命的积极性。但在全国解放

前夕，在即将进入大城市之际，毛泽东提出不

要急于“开仓济贫”的口号，就是发现了有这

种思想的人还不是少数。烘炉《画笔记 战争·

人》一书提及，1947年冬“我们部队‘外线出

击’打到河南，因为那里是国民党占领区，地

主老财的土地家产都原封未动，我们部队就学

习工农红军‘打土豪’老传统，提出了‘开仓

济贫’的口号，我们奉命到处写上这条标

语”。1948 年，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电报，

如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1 月 22 日）《新

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2月15日）  《新解放

区土改斗争策略的运用》（2 月 17 日）《新解放

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5 月 24 日），其中提

到在解放军完全占领控制的新区，“应当由开仓

济贫，斗恶霸，分大地主的浮财，组织农会、

政府、民兵、游击队，逐步发展到没收分配地

主阶级的土地，这种地区的环境，是许可我们

进行土改的”。他在同年4月8日致给洛阳前

线指挥部的电报中指出：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

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

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

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

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

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指出新解放区实

行减租减息政策，不要过早地分浮财，并停止

了“开仓济贫”。
灾荒是把双刃剑。在同一个区域，灾荒发

生后，国民党军队不去救助群众而是袭扰群众

当然得不到群众支持，而共产党通过救灾将更

多的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正如毛泽东在中共

七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的，“我们的胜利是从

哪里来的呢？就是靠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

的”“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

土改”。在土改中结合生产，开展了生产性救

灾。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积极开展救灾，发

动与组织群众开展生产，以团结互助、自救救

人为主，以政府适时救济为辅，救灾取得明显

成效，对于中央转战陕北等重大战略活动，产

生了积极效应。1949年1月，《群众日报》发表

题为 《加紧战斗迎接胜利年》 的文章，指出了

土改、救济灾荒、战争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后方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土改，战胜了灾

荒，完成了供应前线的任务。”
再次，批评“漠视灾荒”的官僚主义。

灾荒是把双刃剑，救灾成效更是双刃剑。

国共两党对峙并开展武装斗争，阶级斗争的激

烈程度远大于抗日战争时期，救灾成效直接关

乎到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在某些重灾地区，虽

然起初灾情严重，但由于当地干部对人民高度

负责，坚决执行了西北局及边区政府的反官僚

主义的指示，结果使得灾情逐渐减轻或消灭。

而在某些轻灾地区，起初灾情并不严重，而后

来加重了，主要是官僚主义作风所造成的。在

生产救灾方面也有过不少问题，如村干部为发

救济粮，要群众来开很多会，但发粮不多，耽

误了生产；有的村干部只是单纯救济，而不是

帮助群众找寻生产出路，等等。

1948 年春，绥德分区部分地区夏田遭冻，

加之战祸，到5月间灾情趋向恶化，个别地区因

饥饿发生大批浮肿及饿死人的现象。边区政府

派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王子宜亲赴绥德分区督

导生产救灾，并拨急救粮 500 石。针对“饿死

人”的问题，中共绥德分区地委书记作了检

讨，承认工作中存在“漠视灾荒”的官僚主

义，起初他以为“灾情不会这样严重”，提及分

区各级领导对人民存在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镇川县未作深入具体调查，开始向专署报告该

县灾民为16000人，但经查，“实数却是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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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送救济粮“组织不严密，未能按时运

回，致 13000 石救济粮只有七八千石分到灾民

手中，其余完全消耗浪费了”；在分发救济粮

时，存在“无重点的平均发放”。 这份检讨公

开刊登在 《人民日报》 上，以接受人民的批

评。在边区粮食已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

13000 石救济粮，实属不易，起初灾情一度减

轻，但由于该区的领导在思想上中存在“单纯

救济观点和初期漠视灾情的麻痹思想”，以致发

生灾情转重甚至饿死人的情况，激化了干群矛

盾。为了解决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绥德

地委、分区立即了动员大会，200 余名干部参

加，并在机关中开展募捐运动，派负责干部分

赴各县协助救灾。边区秘书长王子宜分析了绥

德分区出现严重饥荒的原因：在灾情发生之

初，绥德分区未作具体调查，没能查清灾民的

真正人数；其次是未能将救济粮按时运到灾民

手中；发放救济粮食存在平均发放的问题。他

指出：为提高每个党员干部对救灾的高度责任

心，真正达到救灾救死的目的，“应加强革命纪

律”，对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员必须严厉惩办，

“必要时交法庭审判”，突出强调了人命关天，

对漠视民瘼的人员务必从严惩处，向人民作出

交代。
在防治病疫期间，林伯渠就发现了干部存

在“官僚主义”的作风，并列举了这些夸夸其

谈、不着实际的表现：有些干部对病疫漠不关

心、熟视无睹；有些干部不根据具体情况研究

办法，而单纯等待上级发药品派医生解决困

难；有些干部不研究上级防疫指示、不深入农

村具体组织领导检查，而是敷衍了事任其自

流；有些干部不将防疫工作与救灾工作配合进

行，对于群众因病致死毫无感觉，认为饿死人

自己有责，病死人自己无责；也有些干部畏惧

困难，认为在现有的物质技术条件下，不能有

效地扑灭病疫，消极应付向困难低头；有些干

部更加麻痹，对病疫蔓延不管不问，不向上级

反映报告，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等。

在批评的同时，林伯渠也表扬了一些地区

采取了具体有效措施，表扬了为扑灭病疫抢救

人命而努力的干部。如华池白马区六乡指导员

吕文佐亲自用药医治患病群众，米脂河岔区区

长常迎吕救济患病群众粮食，龙镇区八乡乡长

李树明帮助患病群众锄草，十里铺区青年主任

杜兴平亲自护理患病群众，安塞招安保健药社

医生郭连玉随时到各区防治，子长医生白志耀

和郭文光不分昼夜与远近热心出诊，华池元城

区二乡指导员杨步宽深入宣传卫生并帮助群众

打扫窑院，等等。林伯渠赞誉他们是“对人民

对上级高度负责的优秀干部”。林伯渠举了这些

例子，批评落后、表扬先进，对干部起到了激

励作用。

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和各地组织积

极开展抗灾救灾，支持和配合了军事斗争，对

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起了重要作用。在救

灾过程中，军民团结齐心协力，体现了群众路

线之效力。边区积极开展生产救灾工作，积累

了生产度荒的成功经验，即靠自己动手、大家

互助、政府支持、军民协力、以工代赈、生产

自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林伯渠分析了救灾

的经验与教训，指出“成败的关键决定于每个

干部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心及对人民高度负责的

精神，同时关怀与解除群众的疾苦”，并认为这

是测量每个干部的标准尺度。“谁对党忠诚？谁

对人民负责？” 这个“林伯渠之问”，值得深

思与反照，亦是本文的现实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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